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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扶志:转变经济态度
能否提升农户收入水平

唐 林1,2,罗 小 锋1,2,杜 三 峡1,2,闫 阿 倩1,2

(华中农业大学1.经济管理学院;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本文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ESR)构建反事实框架估计经

济态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经济态度对不同群体收入效应影响的差异,以

及经济态度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51.1%的样本农户属于节余型经济态度,

48.9%的样本农户持生活型经济态度。第二,总体来看,节余型经济态度的收入效应要显著高于生活型经

济态度的收入效应,即在反事实的假设下,节余型农户若形成生活型经济态度,则其收入水平将下降

34.45%,而生活型农户若形成节余型经济态度,则其收入水平将增加92.18%。第三,从群组差异来看,受

教育程度较高、规模户、年轻组与男性的生活型农户的收入效应和收入水平要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老龄

组与女性的生活型农户。第四,经济态度还通过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劳动供给时间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农户

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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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农民收入分配趋

于复杂化[1]。为了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实现全面小康,党和政府制定了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目

前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然而,精准扶贫过程中,依然存在“虚假式”脱贫、“指标式”脱贫等

现象,究其原因,更多的是部分农民缺少脱贫的志气,自觉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2],更有甚者,有

的坐享其成。因此,有学者就提出了“扶贫先扶志”,即要转变农民的观念和态度,增强农民脱贫

的勇气和信心[3]。也有学者认为贫穷的人更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做出短视的决定[4],从而降低“扶

志”的实际效果。那么,转变农民的观念和态度是否能够改变农户家庭的收入状况? 对这一问题

的探究,对进一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众多学者就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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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且卓有成效的研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撑。已有研究大体上从三个角度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一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通过农村土地整治[5]、大力发展农村订单农业[6]、完善农村

农业机械服务体系建设[7]、加速农地的流转[8]等方式推动农户收入的增长;二是从社会保障的角

度,通过强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9]、完善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体系[10]、加大农业补贴力度[11]等

方式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三是从政策制度的角度,主张通过异地扶贫搬迁[12]、退耕还林还湿及生

态公益林补偿[13-14]、实施精准扶贫政策[15]、农地确权[16]等制度设计改善农户收入状况。

通过对文献的归纳和梳理,不难发现已有研究无一不是强调外在因素的影响,重点研究外部

条件改变所引起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然而,已有研究忽略了农户家庭内部因素的改变

所引起的家庭经济态度的变化。而且,从理论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外因通过内

因起作用。外部条件的改变所导致的家庭收入变化,一定程度上也会通过改变家庭经济态度,进

而影响家庭福利。农户家庭的经济态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家庭伦理、家庭资源禀赋等因素的

作用下形成的[17],会影响到家庭内的投入和产出以及内部资源的分配方式。那么,经济态度的

差异是否会导致农户在劳动投入以及时间分配上也存在差异,进而对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

不同的影响? 已有文献鲜有对农民经济态度进行研究,对农民经济态度的收入效应进行估计的

文献更是寥寥无几。基于此,本文重点考虑农户内部因素,探究农民经济态度及其收入效应,通

过构建实证模型评估经济态度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

是:其一,重点关注农户内部因素,定量分析了经济态度及其收入效应;其二,就经济态度对农民

收入水平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逻辑线索:理论与模型

(一)农民经济态度收入效应的机理分析

经济态度是指农民在满足自身闲暇欲望以及忍受劳动痛苦之间做出的权衡和选择[18]。在

不同的经济态度下,农民会作出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目标选择[17],进而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

费孝通等将农民的生活方式分为了两类[18]:一是忍受劳动带来的痛苦,但可以赚取更多收入进

而创造将来可以享受的效用;二是享受当下的生活,享受闲暇。节余型经济态度属于第一种生活

方式,是指农户家庭在资源配置中更加注重劳动生产和财富的积累,并通过减少日常闲暇时间来

赚取更多财富,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如大病)以及满足家庭将来的需求(子女升学、成家等)。而

生活型经济态度则属于第二种,是指农户家庭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享受较多的闲暇时光,保持较高

的消费水平的高消费、高闲暇的生活方式。很明显,两种经济态度的农民对待劳动和闲暇的态度

存在差异,节余型经济态度的主要特征是不计成本的劳动投入(包括数量和时间)并以收入(工

资)为依据将劳动力投入到相关行业,闲暇对劳动的替代率较低[17]。而生活型经济态度的特征

相反,闲暇对劳动的替代率较高。当然,生活型经济态度并非指农民完全不劳动,而是在完成必

要的劳动之后,通过闲暇满足享受的需求。理论上,两种经济态度的农民在劳动与闲暇的时间分

配、劳动力的行业选择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势必会导致两类农户收入水平存在差异。具体来

看,经济态度主要通过以下两条路径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

其一,经济态度通过改变劳动力的行业选择,促使劳动力非农转移,从而对农户家庭收入产

生影响。对节余型农户而言,为了积累更多的家庭财富,会选择收入相对较高的非农就业,以便

赚取更多的收入。而对于生活型农户而言,在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会选择从事劳动强

度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增加获得闲暇的机会,进

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19]。其二,经济态度通过改变农户在劳动与闲暇之间的时间分配,改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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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供给时间,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水平。根据Becker提出的家庭时间配置理论[20],在个体总时间

和可支配时间一定的情况下,个体会将时间分配为闲暇、市场劳动(本文包括农业劳动和非农劳

动)以及家庭劳动。对节余型农户而言,为了积累家庭财富会增加劳动供给的时间和强度,以便

获取更高的收入;而生活型农户,则会通过增加闲暇的时间来获得生活的满足和享受。

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家庭的经济行为有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基础,而家庭经济态度在其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17],并影响着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以实现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的均

衡[21]。节余型农户通常会增加劳动供给或从事收益更高的非农生产,以获取更高的收入;生活

型农户则通常会增加闲暇时间来获得满足和享受。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相较于生活型

农户,节余型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更高,且节余型农户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促

使劳动力非农转移实现。

(二)模型设定

1.经济态度对农民收入水平影响的模型设定。本文主要关注经济态度对农户家庭收入水

平的影响。但由于无法同时观测同一农户在节余型经济态度和生活型经济态度两种情形下家庭

收入状况,故不能直接估计经济态度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农户形成何种经济态度并非是随

机分配的,形成何种经济态度是农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资源禀赋条件下的自选择。而且

还会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着经济态度和家庭收入,比如农民的个人能力等。如果

忽略该问题,则其结果是有偏差的。Miguel等指出非随机的对照试验也无法得出反事实结果,

很难区别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选择性偏误问题[22]。本文将使用 Maddala提出的内生

转换回归模型(ESR)来分析农民经济态度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23]。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

同时考虑可观测因素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另外,该方法还考虑到了处理效应异质性的问题,

能够考察各变量影响的差异,并实现反事实分析。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实质上也是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构建选择模型,主要考察农户经

济态度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如下的选择模型:

Ai=γZi+αIi+μi (1)

式(1)中,Ai 表示农民经济态度的二元选择变量,Ai=1表示农民i是节余型经济态度,

Ai=0表示农户i是生活型经济态度;Zi 是外生解释变量向量,具体包括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

特征和村庄特征,变量的设定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Ii 是工具变量,用于模型的识别;

γ是待估参数;μi 是随机干扰项。

第二阶段构建收入水平决定模型,主要考察经济态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节余型农户

和生活型农户对应的收入水平模型分别如下所示:

Yia =Xiaβa +εia,ifAi=1 (2)

Yin =Xinβn +εin,ifAi=0 (3)

(2)和(3)式中Yia、Yin分别表示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的收入水平;Xia、Xin表示影响两

类农户收入水平的因素;εia、εin是随机扰动项。

2.农民经济态度的收入效应的估计方法。为了更好地估计经济态度的收入效应,本文进一

步运用反事实分析框架,通过比较真实情景与反事实假设情景下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收入

水平的期望值,从而估计农民经济态度对收入水平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节余型农户的收入水平期望值:

E Yia|Ai=1[ ]=Xiaβa +σuaλia (4)

生活型农户的收入水平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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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in|Ai=0[ ]=Xinβn +σunλin (5)

在反事实情况下的节余型农户在生活型态度下的收入水平期望值:

E Yin =1[ ]=Xiaβn +σunλia (6)

反事实情况下的生活型农户在节余型态度下的收入水平期望值:

E Yia|Ai=0[ ]=Xinβa +σuaλin (7)

由(4)式和(6)式,可以得到节余型农户收入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ATT=E Yia|Ai=1[ ]-E Yin|Ai=1[ ]=Xia βa -βn( )+ σua -σun( )λia (8)

类似地,生活型农户收入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ATUi=E Yia|Ai=0[ ]-E Yin|Ai=0[ ]=Xin βa -βn( )+ σua -σun( )λin (9)

综上所述,本文将利用ATTi、ATUi 的平均值来估计两类农户经济态度对家庭收入水平的

平均处理效应。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7-9月对湖北省、江西省和浙江省开展的农户调

查。使用该套数据的原因有以下四点:其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①。该套数据包含了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省份的农户样本,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湖北省处于中偏上水平,江西省的经济发展

水平则相对较弱。其二,该套数据的翔实可靠程度较高。该数据调研样本遵循随机取样和分层

抽样的原则总共收集了3省6县850户农户问卷。具体抽样方式如下:首先,依据经济发展水平

状况选取湖北、江西和浙江3个省6个县;其次,依据各县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在经济发展水平

的高中低三个层次中分别选取1~2个乡镇,每个县共选取4~5个乡镇;再次,在每个乡镇选取

5~8个行政村;最后依据村庄花名册,采用等距抽样的方式随机抽取8~10个农户。问卷内容包

含详细的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农业生产经营以及村庄基本情况等相关的各项数据。调研方式主

要以接受过多次培训的研究生来组建团队开展农户一对一的问卷访谈,并由调查员根据农户的

明确表述来填制问卷。数据处理时,剔除了问卷信息缺失过多、存在异常值以及前后答案不一致

的劣质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16份。

(二)变量选择及描述统计

1.被解释变量:经济态度和家庭年收入。根据文章模型的设定,实证分析中主要包括两个

模型:经济态度决定模型和收入水平模型。模型的因变量分别为农户经济态度和收入水平。对

于选择模型而言,已有研究主要是通过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衡量选择变量[19、24]。本文借鉴相关

研究,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即若农户的经济态度为节余型经济态度,则赋值为1;若农户的经济

态度为生活型经济态度,则赋值为0。依据相关定义,本文设置的具体测量题项为“在日常生产

生活中,您会利用闲暇的时间来赚取更多收益还是倾向于休息娱乐?”若农户的回答为“赚取更多

收益”,则属于节余型经济态度;若回答为“更倾向于休息娱乐”,则属于生活型经济态度。

对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靠性,本文选择了农户家庭年收入作

为衡量农户收入水平的指标。从另一角度考虑,无论是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还是家庭成员闲暇

状况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24]。因此,可以认为用家庭年收入衡量家庭收

入状况是合理的。此外,还考虑到农户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样本方差过大的问题。本文借鉴陈

67
① 根据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及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排序而得。



前恒等的处理办法[25],把农户家庭年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

2.解释变量: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26-27],本文选取

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村庄特征、地区虚拟变量等4类16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

中,个人特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技术培训等变量;家庭经营特征变

量包括政治身份、家庭总人口数、赡抚比、社会网络、耕地面积、土壤肥力、购买农业机械服务等变

量;村庄特征变量包括到乡镇距离和地形特征变量;地区虚拟变量主要以湖北省为参照,包括浙

江省和江西省两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网络难以被直接观测,学者们往往用其他指标代

理,本文主要参考焦克源等的处理办法[28],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从四个指标中提取了一个公因

子,其中四个指标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测度。

3.工具变量:村庄氛围。为了更好地解决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更好地识别模型,本文选

取了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氛围(以下简称“村庄氛围”)作为工具变量。选取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的原因是,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长期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

气、习俗和社会文化[29]。生活在村庄的农民会不自觉地受到村庄氛围和文化的影响。村庄休闲

和劳动的氛围对农户的经济态度具有直接的影响,若村庄保持着浓厚的劳动氛围,则农民形成节

余型经济态度的概率会显著提高,反之亦然。但同时村庄的氛围又不直接影响农民的家庭收入。

依据这一逻辑并结合经济态度的概念,若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氛围浓厚,则农民形成节余型经

济态度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更大。钱龙等采用村庄层面的外出务工率作为外出务工的工具变

量[30]。本文参照其研究,选择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氛围作为经济态度的工具变量。各变量的定

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含义
节余型农户

均值

生活型农户

均值
差异

经济态度
农户更倾向于劳动还是闲暇:节余型经济态度(倾向

劳动)=1,生活型经济态度(倾向闲暇)=0
1 0 —

农户收入水平 家庭年收入(万元)取对数 2.235 1.419 0.816***

性别 男性=1;女性=0 0.815 0.737 0.078***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55.288 59.263-3.975***

健康状况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4.055 3.802 0.253***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7.777 6.571 1.206***

技术培训 是否接受了技术培训:是=1,否=0 0.559 0.378 0.181***

政治身份 家中是否有党员或村干部:是=1,否=0 0.146 0.098 0.048**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总人数数量(人) 4.837 5.121-0.284*

赡抚比 60岁以上老人和6岁以下儿童占家庭总人口中的比重 0.337 0.383-0.046*

社会网络 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得 0.004 -0.003 0.007
耕地面积 家庭经营的耕地面积(亩) 81.604 24.289 57.315***

土壤肥力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372 3.351 0.021
购买农业机械服务 家庭是否购买农业机械服务:是=1,否=0 0.808 0.897-0.089***

到乡镇距离 农户住处到乡镇的距离(km) 5.095 4.879 0.216
地形特征 山地=1,丘陵=2,平原=3 2.278 2.213 0.065***

浙江省 浙江省=1,其他=0 0.163 0.083 0.080***

江西省 江西省=1,其他=0 0.168 0.331-0.163***

村庄氛围 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氛围是否浓厚:是=1,否=0 0.228 0.158 0.070**

样本量 — 417 399 —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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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经济态度与农民收入模型联立估计

表2汇报了农民经济态度决定模型与农户收入模型联立估计的结果,其中两阶段方程独立

性LR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选择模型和结果模型相互独立的原假设。ρua和ρun分别

是经济态度决定模型和节余型农户收入模型、生活型农户收入模型随机误差项的相关系数。表

3中的结果表明,两个相关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需要对

此进行纠正,也说明了采用ESR模型是合理的。

1.农户经济态度决定模型估计结果。表2经济态度决定模型结果显示,个人特征中,性别

对经济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即男性农户相比于女性,属于节余型经济态度的概率更高。这是因为

男性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男性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赚取更多收入,以便更好地承担

较重的家庭负担,因而男性农户更有可能持有节余型经济态度。年龄变量对经济态度具有正向

影响,即年龄越大的农户越有可能持有节余型经济态度。现阶段农村的老年人大多经历过战乱、

饥荒等岁月,生活习惯于勤俭节约[31],而且农村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村青壮年大量外

流,这些都加大了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压力[32]。
表2 农民经济态度决定模型与农户收入模型联立估计结果

变量
经济态度决定模型

系数 标准误

农户收入模型

节余型农户

系数 标准误

生活型农户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0.271** 0.109 0.004 0.117 0.199 0.129
年龄 0.028*** 0.006 -0.011 0.007 -0.008 0.007
健康状况 0.036 0.053 0.228*** 0.051 0.183*** 0.062
受教育程度 0.019 0.015 0.012 0.015 0.012 0.018
技术培训 0.072 0.097 0.431*** 0.096 0.360*** 0.117
政治身份 0.063 0.146 -0.158 0.122 0.221 0.182
家庭总人口数 -0.043** 0.052 0.130*** 0.021 0.109*** 0.025
赡抚比 -0.131 0.135 -0.327*** 0.109 -0.503*** 0.178
社会网络 -0.011 0.046 -0.049 0.043 -0.028 0.054
耕地面积 0.157*** 0.052 0.018*** 0.005 0.019** 0.008
土壤肥力 -0.044 0.052 0.019 0.049 -0.066 0.062
购买农业机械服务 -0.229* 0.129 0.524*** 0.108 -0.414** 0.164
到乡镇距离 -0.001 0.01 -0.014 0.009 -0.002 0.012
地形特征 0.344*** 0.112 0.572*** 0.121 0.620*** 0.133
浙江省 -0.086 0.161 0.605*** 0.142 0.056 0.197
江西省 -0.501*** 0.107 0.004 0.141 -0.735*** 0.126
村庄氛围 0.197** 0.083 — —
常数项 1.086** 0.534 0.047 0.489 1.921*** 0.641
lnσua — 0.231*** 0.038 —

ρua — 0.174*** 0.067 —

lnσun — — 0.218*** 0.053

ρun — — -2.069*** 0.233
卡方 257.220***

LR 49.340***

Loglikelihood -1468.333
样本量 816

  家庭特征中,家庭总人口数越多,则农户属于生活型经济态度的可能性越大。家庭总人口越

多也就意味着家庭劳动力越多,则赚取收入的人口越多,家庭经济条件相对更好,进而农民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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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经济态度的可能性越大。描述新统计结果也显示了属于生活型经济态度的农户家庭总人

口更多。耕地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经济态度,越多的耕地面积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确定的情

况下,劳动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减少闲暇的时间)来经营耕地,这也意味着农户越有可能持有

节余型经济态度。购买农业机械服务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经济态度,即购买农业机械服务的农

户持有生活型经济态度的概率更高。理论上机械化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影响农户

收入,同时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33-34]。机械替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则农民会拥有更多的闲暇

时间。

村庄特征中,地形特征对农民经济态度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即平原地区的农民更容易形成

节余型的经济态度,而山地、丘陵地区的农民更易形成生活型的经济态度。贺雪峰指出平原地区

的村庄结构主要是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而山地、丘陵等地区会形成原子化①程度较

高的分散型村庄[29]。在分裂型村庄结构中,存在着“代际剥削”②,在子代成家立业后,父代为了

帮助子代减轻压力,仍然会辛勤劳动[17]。而在分散型村庄结构中的“代际剥削”相对较弱,在子

代成家后,父代开始积攒养老费用,追求独立生活,享受闲暇。

在工具变量方面,结果显示村庄氛围对农民经济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村庄劳动氛围越

浓厚,则农户越有可能形成节约型经济态度,工具变量满足了相关性条件。Cragg-DonaldWald
F统计量的值为16.38,表明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较小。但 HansenJ统计量为0,说
明模型是恰好识别的,在恰好识别的情况下无法直接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为了更好地验证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借鉴唐林等的处理办法进行“排他性检验”[7]。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前提

下,本文分别将工具变量和家庭年收入、工具变量和经济态度与家庭年收入进行回归。结果显

示,单独的回归中,工具变量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在纳入经济态度

变量后,工具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工具变量仅通过经济态度影响农户家庭收入,说明工具

变量满足有效性条件。

2.农户收入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个人特征中,健康状况与技术培训对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

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会增加劳动供给,其就业参与也

会明显提高。这与廖宇航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35]。相应的,劳动供给的增加和就业参与的提

高,均会使农民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增加。技术培训是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对有效

带动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具有重要作用[36]。参与技术培训的农民会有意识地按照更有生产效

率的劳动分工水平进行分工,也会在科技进步的背景下,率先使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
而增加农民收入。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总人口数、耕地面积和购买农业机械服务对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的

家庭年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赡抚比则对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的家庭年收入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家庭总人口越多也就意味着家庭劳动力越多,则赚取收入的人口越多,家庭经济条

件相对更好。耕地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耕地面积越大,农业生产越容易形成

规模经营,产生规模效应;从风险的角度来看,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可以开展多样化经营,从而降

低了各种风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应地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增加。购买农业机械服务能够显

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这是因为购买机械服务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农业生产

产出[37]。而且机械生产能够提高生产率,节约劳动。农户将节约的劳动用于其他农业生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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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子化是单位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联结状态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农村社会中比较准确的是农民的原子化,这是对农民分

散状态的形象化说法。这一方面描述了农民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与传统社会而言,由“团结性”走向“分散性”。

代际剥削是指农民家庭内部的代际不平衡,即父代对子代拥有无限的责任和义务,而子代对父代只是有限的责任和义务。



外出务工,进而赚取更多收入。赡抚比是家庭负担的重要体现[38],一方面老人的赡养和儿童的

抚养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会影响到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在家赡养老人和抚

养儿童不仅给年轻人带来了较大的时间成本,而且还会限制年轻人生产行为的选择,不能外出从

事收入较高的非农生产。

村庄特征中,地形特征对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平

原地区的农户家庭年收入要显著高于山地、丘陵地区的农户收入。可能的解释是平原地区地势

较平坦,道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有利于机械化耕作。而山地和丘陵地区大宗农产

品产量及其商品率相对较低,致使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偏低[39],而且山区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农

业机械化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农民收入。此外,由于地区的异质性,浙江省节余型农户的家庭年

收入要显著高于湖北省节余型农户家庭年收入,而江西省生活型农户的家庭年收入要显著低于

湖北省生活型农户。这是因为,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节余

型农户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对于江西省生活型农户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

低于湖北省,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减少劳动只会使得收入差距加大。
(二)经济态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处理效应分析

表3汇报了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的收入水平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其中,(a)和(d)情
形分别表示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收入水平的事实结果;(c)和(b)情形分别表示节余型农户

和生活型农户收入水平的反事实结果。表3的结果表明,农民经济态度对家庭年收入有显著的

正向处理效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反事实的假设下,节余型农户若形成生活型经

济态度,则其收入水平将下降0.77,下降34.45%。而生活型农户若形成节余型经济态度,则其收

入水平将增加1.308,增加92.18%。这说明,节余型经济态度的收入效应更高。
表3 经济态度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农户类别 节余型经济态度 生活型经济态度 ATT ATU

节余型农户 (a)2.235 (c)1.465 0.770*** —
生活型农户 (b)2.727 (d)1.419 — 1.308***

     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ATT、ATU分别表示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估计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倾

向得分匹配法(PSM)计算经济态度收入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以此来做稳健性检验。其结果显

示①,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经济态度对家庭年收入仍然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节余型经济态度的收入效应较强。通过PSM 方法计算的平均处理效应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表明经济态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稳健性检验结果表

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讨论:农民经济态度收入效应的机制分析

(一)农民经济态度收入效应的群组差异性分析

由于资源禀赋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农户的异质性普遍存在。资源禀赋的个体差异导致个体

农户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条件,进而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群体农户经济态

度对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性,本文进一步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面积为依据对农户

进行分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参考相关研究的做法将受访者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户定义为

08
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如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老龄组农户”,将年龄在60岁及以下的农户定义为“年轻组农户”[40]。受教育程度借鉴曾亿武

等的做法[41],以全样本农户受教育程度均值为依据,分为“大于均值”和“小于均值”两组进行分

析。就耕地面积而言,以经营规模30亩为划分标准,将农户自主经营规模在30亩以下的定义为

小农户,30亩及以上的定义为规模户。表4汇报了不同群体农户经济态度收入效应的测算

结果。
表4 农民经济态度收入效应的群组差异的比较结果

类型 节余型经济态度 生活型经济态度 ATT ATU

性别 男性 节余型农户 2.965 2.276 0.689*** —
生活型农户 2.823 1.467 — 1.356***

女性 节余型农户 2.257 1.261 0.996*** —
生活型农户 2.304 1.279 — 1.025***

年龄 老龄组 节余型农户 2.063 1.055 1.008*** —
生活型农户 2.354 1.294 — 1.060***

年轻组 节余型农户 2.942 2.311 0.631*** —
生活型农户 2.891 1.522 — 1.369***

受教育程度 小于均值 节余型农户 2.071 1.243 0.828*** —
生活型农户 2.428 1.347 — 1.081***

大于均值 节余型农户 3.003 2.358 0.645*** —
生活型农户 2.949 1.523 — 1.426***

耕地面积 小农户 节余型农户 2.767 1.967 0.800*** —
生活型农户 2.456 1.343 — 1.113***

规模户 节余型农户 3.131 2.543 0.588*** —
生活型农户 3.038 1.682 — 1.356***

    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ATT、ATU分别表示各类型节余型农户和生活型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

表4的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年轻组与男性的生活型农户的收入效应和收入水平要高

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老龄组与女性的生活型农户。受教育程度、性别与年龄都是农户家庭人力资

本的重要指标,是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不仅决定了农民的经济态度,也对农户家庭收入具

有重要影响。男性在身体素质、劳动体能以及信息获取等方面较女性具有优势,进而会使男性较

女性更易获取就业机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等思想

的束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的劳动供给与职业选择。张川川等的研究也表明了受传统思想

影响较重的地区,女性从业概率和工资收入均较低[42]。所以,生活型的男性农户一旦形成节余

型经济态度,则其劳动获得的收入变化要大于生活型的女性农户。与年轻农户相比,老龄农户的

身体状况、知识体系、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均较差[43],严重影响了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农业产

出效益。所以,生活型的年轻农户一旦形成节余型经济态度,则其劳动获得的收入变化要大于生

活型的老龄农户。教育是农民身份转换的“通行证”,首先教育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而

对收入产生影响。其次,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知识水平的提升和能力的提高,为获取更高收

入提供了可能。最后,教育具有溢出效应,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更大,对收入的影响也更

大。而且教育扶贫具有累积效应,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会增强教育扶贫效果,提高收入水平[44]。

所以,生活型的较高受教育程度农户一旦形成节余型经济态度,则其劳动获得的收入变化要大于

生活型的受教程度较低农户。耕地面积的多寡意味着家庭物质资本的积累程度大小,拥有更多

的土地则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产。家庭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户拥有更多的赚取收入

的物质资源。所以,生活型的规模户一旦形成节余型经济态度,则其劳动获得的收入变化要大于

生活型小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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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态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机制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经济态度会决定农民劳动的供给状态,进而影响农民收入。这种对农民收入

的影响可能通过两条路径:一是经济态度会改变农民的劳动供给方式,即促进或者抑制劳动力的

非农转移,进而影响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二是经济态度会通过改变农民劳动供给时间,进

而影响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1.劳动非农转移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首先检验经济态度是否通过改变劳动供给方式而

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年收入,解释变量为经济态度,中介变量为劳动力

非农转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具体将劳动力在户籍所在村或以外地区从事与农业生产无关的

情况视为劳动力非农转移。本文借鉴仇童伟等的研究[45],以家庭非农转移劳动力的人数占家庭

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理论上来说,如果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中介效应显著,则可认为经济

态度对农民收入影响是通过劳动力非农转移路径产生的。表5汇报了影响机制的估计结果,方

程(1)的结果说明经济态度对农户家庭年收入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方程(2)的结果表明经济态

度对劳动力非农转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节余型经济态度的农户更加倾向于非农转移,生活型

经济态度的农户则倾向于农业生产。方程(3)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态度变量后,两个变量均

对家庭年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初步说明了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中介作用是存在的。在此

基础上,借鉴温忠麟等总结的检验方法[46],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0.179①。这意味着,样本区域内经济态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大约

有17.9%是通过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表5 经济态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变量

劳动非农转移路径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家庭年收入 劳动力非农转移 家庭年收入

劳动供给时间路径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家庭年收入 劳动供给时间 家庭年收入

经济态度
0.549***

(0.062)
0.457***

(0.102)
0.579***

(0.062)
0.549***

(0.062)
2.615***

(0.127)
0.583***

(0.076)

劳动力非农转移 — — 0.216***

(0.067)
— — —

劳动供给时间 — — — — — 0.064***

(0.01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F统计量 51.030*** — 48.650*** 51.030*** 35.950*** 47.400***

调整的R2 0.444 — 0.451 0.444 0.358 0.443
卡方 — 147.040*** — — — —

样本量 816 816 816 816 816 816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为标准误

2.劳动供给时间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其次检验经济态度是否会通过改变农民劳动供给

时间,进而影响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年收入,解释变量为经济态度,中介

变量为劳动力供给时间。需要说明的是,以往文献主要通过劳动供给时间或是否参与劳动市场

来测量劳动供给[47]。本文借鉴已有的方法,用劳动供给时间来表征劳动供给,具体通过询问农

民“过去一年,您进行劳动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时间(月)?”来测量。理论上,节余

型农户更倾向于劳动,则其劳动供给时间要多于生活型农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收入

也应当高于生活型农户的收入。表5方程(4)的结果说明经济态度对农户家庭年收入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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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作用。方程(5)的结果说明经济态度对劳动供给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节余型经济态

度的农户劳动供给时间越多,生活型经济态度的农户劳动供给时间越少。方程(6)的结果表明在

控制了经济态度变量后,两个变量均对家庭年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初步说明了劳动供给

时间的中介作用是存在的。在此基础上,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同样存在部分中介作

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0.305①。这意味着,样本区域内经济态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大约有30.5%是通过劳动供给时间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农户内部因素视角,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

(ESR),实证检验了经济态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并在反事实框架下探究了节余型经济态度

和生活型经济态度收入效应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51.1%的

样本农户属于节余型经济态度,48.9%的样本农户持生活型经济态度;第二,总体来看,节余型经

济态度的收入效应要显著高于生活型经济态度的收入效应,即在反事实的假设下,节余型农户若

形成生活型经济态度,则其收入水平将下降34.45%,而生活型农户若形成节余型经济态度,则其

收入水平将增加92.18%;第三,经济态度收入效应存在着禀赋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年轻组与

男性的生活型农户的收入效应和收入水平要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规模户、老龄组与女性的生活

型农户;第四,受访者性别、年龄、耕地面积以及地形特征对农民经济态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
家庭总人口数、购买农业机械服务以及村庄氛围对农民经济态度有显著抑制作用;第五,经济态

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既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也通过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劳动供给时间的部分中介

作用间接影响农户收入水平,两种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17.9%和30.5%。

虽然我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但为了防止农户返贫,需要转变农户的发展观念和

经济态度,提高精准扶贫的成效,提高农户收入。本文认为:一方面,节余型农户的收入水平要高

于生活型农户的收入水平。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及基层党员干部宣传、教育和引导的作

用,促使农民经济态度的转变,即强化舆论宣传,倡导并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开展扶志教育,帮助农民树立积极向上的精神,培养自力更生意识;加强思想引导,

积极引导农民转变发展观念,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在农

民态度转变的基础上,要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具体而言,节余型经济态度会

促使农民非农转移和增加劳动供给,因此需要进一步消除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制度性屏障和

非制度性阻碍。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农民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拓宽农民转移就业渠道,同时加大

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促使农民高质量就业。最后应该进一步完

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养老的保障体系建设,为农民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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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tionSupportbeforePovertyAlleviation:TheEffectofEconomicAttitudesonFarmers􀆳Income

TANGLin1,LUOXiaofeng2,DUSanxia3,YANAqian4
(1.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4,China;

2.Hubei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BasedonthesurveydataoffarmersinHubei,JiangxiandZhejiangprovinces,thispaperusestheendogenous
switchingmodel(ESR)toconstructacounterfactualframeworktoestimatetheimpactofeconomicattitudeson
farmers􀆳incomelevels.Onthisbasis,thispaperanalyzesthedifferenceintheimpactofeconomicattitudesonthein-
comeeffectofdifferentgroups,aswellastheinternalmechanismofeconomicattitudesaffectingfarmers􀆳incomelev-
els.Theresearchhasthefollowingfindings.First,51.1%ofthesamplefarmershaveasurpluseconomicattitude,and
48.9%ofthesamplefarmershavealifeeconomicattitude.Second,onthewhole,theincomeeffectofsurpluseconomic
attitudes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lifeeconomicattitudes.Thatis,intermsofcounterfactualassumptions,if
thesurplusfarmersformalifeeconomicattitude,theirincomelevelwilldropby34.45%.However,ifthelifefarmers
formasurpluseconomicattitude,theirincomelevelwillincreaseby92.18%.Third,fromtheperspectiveofgroup
differences,theincomeeffectandincomelevelofhouseholdswithhighereducation,large-scalehouseholds,younger
groupsandmalelife-typehouseholdsarehigherthanthosewithlowereducation,elderlygroupsandfemalelife-type
households.Fourth,economicattitudesalsoindirectlyaffecttheincomeoffarmersfromthetwoaspectsoflabornon-
agriculturaltransferandlaborsupplytime.
Keywords:surpluseconomicattitude;lifeeconomicattitude;farmers􀆳income;laborsupply;non-agriculturaltransfer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58


